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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之路* ①

———戴逸与清史研究访谈录

张建斌

【编者按】 戴逸，1926 年生，江苏常熟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 2002 年至今，担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曾任中国史学会第

四及第五届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

1996 年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2011 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戴逸从事中国革命史、
近代史、清史研究，是国内清史学科的开创者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戴逸为学七十载，出版个人著述

或主编著作四十余部，发表论文八百余篇，代表作有《中国近代史稿》《简明清史》《一六八九年的中

俄尼布楚条约》《乾隆帝及其时代》《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涓水集》等，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

模范”称号和人民教师奖章、中国图书奖、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等。本次访谈主要

围绕戴逸从事清史研究的学术历程、马克思主义史学重大理论问题及新修《清史》相关问题展开。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清史研究的学思历程

问: 戴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您的故乡江苏常熟虞山秀色、人文荟萃，自古文人

辈出、传统文化积淀深厚。请问您最初如何学习国学?

答: 我到初中以后才学写白话文，此前学习的是文言文。高中阶段教国文的是杨毅庵先生，他是

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馆的高材生，出身名门，有家学渊源，古文造诣极高，讲授《荀子》《左传》《庄子》
《诗经》《昭明文选》，还传授古人吟诗诵文的方法。在杨先生的指导下，我接触到了经史子集各部类

书籍，奠定了日后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他是我为学道路的第一个领路人。在入北大前夕，我师从国

学名家金叔远先生研读《史记》，金师秉承传统的授课方法，要求每天圈点阅读《史记》若干页，次日

讲解讨论，引导学生进入学术殿堂，可惜时间仓促，仅学习两个月，不免遗憾。同乡祁龙威教授入金

先生门下较我为早，又长时间得到叔远师的传授，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功底，同窗砥砺，后来我们在近

代史领域多有交流。
问: 北京大学名师云集，在求学之路上，哪些老师对您影响较大?

答: 1946 年秋天，我从上海交通大学转到北京大学，当时北大的名教授们有给本科生上课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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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 2021 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口述访谈

录”( 项目编号: LSYZD21013) 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内容已经戴逸先生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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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教国文的是沈从文，哲学老师是贺麟，美学课由朱光潜担任。历史学方面，向达老师讲隋唐史，

宋史老师是邓广铭，元史老师是由清华大学聘请来的邵循正，教授西洋史的是杨人楩; 目录学记得是

王国维的学生、来自北京图书馆的赵万里，他的记忆力之强，令人惊叹; 明清史由历史学系的主任、学
校秘书长郑天挺讲授。

郑天挺老师对我学习明清史影响很大。当时北大的校长是胡适，从事政治活动，无暇管理太多

校务，郑老师作为秘书长，实际相当于副校长，十分忙碌，但并未脱离教学，开设明清史课。他讲课很

有特点，没有讲稿，只带一叠卡片，上课时旁征博引，滔滔不绝，条理井然，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
同学们很喜欢这种授课风格，这门课也是学校最为叫座的课程之一。他曾借给我《明元清系通纪》作

为课外读物，还指导我读了半部《明史》。此后，我经常去请教，郑师每每放下手头的公务，不厌其烦

地讲解，我也渐渐领会了做学问的方法和道理。
问: 您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什么时候?

答: 在北大读书期间，已经零星接触马克思主义史学，当时社会学老师是许德珩教授，讲授马克

思主义社会发展史。1948 年，我从北平进入解放区，在华北大学一部学习。讲授中共党史的是年轻

教师胡华，从他那里我第一次了解了党如何诞生、成长、壮大，经历挫折走向胜利。毕业后，我留在政

治研究室革命史组工作，当时研究室组长正是胡华老师，很幸运做他的助手。耳濡目染之下，我开始

系统阅读马恩著作、毛主席的书。每次胡华老师作报告，由我与另一位老师彦奇帮助在黑板上写板

书，被戏称为“哼哈二将”。
胡华老师写文章，我帮助查阅资料，有时也起草几段，由老师修改完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史》中有关东北抗联的一段就属于这种情况，我从中获益很多。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掀起学习党

史、革命史的热潮，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找到胡华，提出编写党史教科书，由我与彦奇收集材

料，后经乔木同志审定，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了胡华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这

一学习和工作经历难得，对于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很有帮助。
胡华老师是新中国成立后最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平日活动很多，但也经常抽出时

间来指导学生论文写作。我的第一本著作《中国抗战史演义》( 笔名王金穆) 就是在他的指导和帮助

下完成的。当时胡华老师接受新潮书店的委托，向新解放区的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历史，就将这本

小册子转交出版社，并于 1951 年出版，这也是我的处女作。现在翻看七十多年前写的小书，还不能

算是纯粹的学术专著，幼稚、浅陋、平庸自不待言，回想半个多世纪前的创作，人事沧桑，感慨万千。
问: 2018 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戴逸文集》，共计 12 种 14 册，这还不是您的全部学术著

作。回顾治学路径的选择，您认为有何特点呢?

答: 回顾我的治学经历，基本是循着“逆向回溯”的路径，即先从事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之

后由今至古，研究中国近代史，最后重心落在清史，逐步往前推移回溯，由此先后出版了《中国抗战史

演义》《中国近代史稿( 第一册) 》《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简明清史》《乾隆帝及其时代》
《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等书。进入 21 世纪，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新修《清史》的编纂和审改，写作

的时间少了很多，作品也就相应减少了。
问: 您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开展史学研究的?

答: 虽然写了很多学术文章，但总结我的历史研究，主要就三件工作: 叙述历史、考证历史、解释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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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要求以史实为依据，论从史出，叙述历史最根本的就在于实事求是，忠实于历史真

相，勿作粉饰隐讳。叙述历史要明白易懂，把深奥的道理浅显准确地表述出来。曾经有人给郭沫若

一篇关于甲骨文的论文，郭老说没有读懂，试想连郭沫若这样研究甲骨的专家都读不懂，恐怕世上没

人能够理解它了。
历史研究从事实出发，就要占据第一手材料，考据历史就是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进行的。古往

今来很多学者都是在资料方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史家吴晗读《朝鲜李朝实录》，将其中关于

明清的史料抄录下来，长期坚持，积累了 400 万字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成为明清史研究

的重要资料。我写《乾隆帝及其时代》，阅读了乾隆帝御制诗文和 1500 卷的《清高宗实录》，抄了百

余本笔记。考证历史就是要逐字逐句摘录抄写史料，无捷径可走，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的

基本素养和治史要求。
解释历史就是在叙述与考证的基础上，提出对历史的认识，揭示历史规律，使人们更加深刻地理

解历史，总结经验教训。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有助于提升归纳、演绎、分析、综合问题的能力，由感

性认识进入理性认识，弄清古往今来的发展变化，形成思想观点，这就是对历史的解释。好的研究是

将叙述、考证、解释三者统一起来，这是我治学渴望达到的。
问: 您的史学研究历程正与新中国的史学发展之路相重合。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史

学的发展状况，有何切身感受?

答: 时间如白驹过隙，从事史学研究七十多年，有幸见证了新中国历史学的繁荣发展。新中国成

立以来，历史学经历过崎岖曲折，更取得了傲人的成绩，这是历史事实，不容否认。概括起来说，历史

学完成了历史观与方法论的重大飞跃，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跨进，著述体例有了明显改变，建立了马

克思主义史学完整的学科体系，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史学家。
21 世纪之初，我曾写文章概括 20 世纪中国历史学的特点，总结为六个方面: 一是进化论史观成

为中国历史学的显著标志; 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运用是历史学的一项伟大进步; 三是中国历

史学理性的觉醒与理性精神的发扬，引导人们摆脱愚昧迷信，走进思想解放和科学革命的新历程; 四

是史学高扬爱国主义精神旗帜; 五是建立了全面、系统的历史学学科体系; 六是发现整理了大量的

史料。
问: 在您看来，新中国史学成就的取得有哪些方面原因?

答: 七十余年桑田碧海、感慨良深，回顾中国历史学取得的伟大成就，最主要的动力归功于丰厚

的史学遗产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比如刚才说到的理性精神，清代的乾嘉学派就非常重视证据，即

使权威书籍，也并不迷信盲从，这种理性精神就是传统史学留给我们的遗产。七十多年来，史学取得

的成就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领域占领了阵地，把理论和史料有机结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不是学习个别的词句和结论，生搬硬套，而是掌握其精神实质。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学派，它吸

收了全人类的文化营养，并不唯我独尊、排斥异己、故步自封。七十多年的史学发展历程表明，在发

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才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

二、清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问题的回应

问: 史学领域的历史分期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引起广泛讨论，位列史学研究的“五朵金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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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您曾在《历史研究》发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提出历史分期的标准。时过境迁，能否

谈一谈对于历史分期问题研究的认识?

答: 新中国成立以前，历史分期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少

数马克思主义史家没有条件集中力量开展研究，因此古代史分期问题就成为悬而未决的公案，近代

史分期更是无人问及。缺少历史研究的主线，找不到历史发展的规律，给通史和各种专史编纂造成

了困难。
当时近代史的专著有范文澜同志的《中国近代史》，虽然是该领域的拓荒之作，但同样没能在科

学的历史分期基础上完成这部著作。此后，1954 年《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了胡绳同志的《中国近代

历史分期问题》一文，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约八十年间的历史分为七个阶段，提出以阶级斗争来

划分近代历史的各个时期。胡绳的文章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之后金冲及、范文澜、李新、荣孟源等同

志接续发表文章，提出各自的看法，我也撰文参加了讨论。
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持续三年之久，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和特点做了全方位的思考与辩论，

科学地划分了中国近代史的各个分期，是推动历史研究极有意义的一项工作，属于大历史观的研究

范畴，可以看作新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发轫。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中国近代史亟需用

马克思主义占领阵地，这场讨论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史研究。
这场学术争论也促使我对近代史做出全面的思考，人民出版社组织编写中国近代史，当时中国

人民大学教学工作繁忙，但我依然接下了这一任务。此后两年时间里，边教学边写作，对鸦片战争、
太平天国这一时期的历史做了全面梳理。《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是我的首部学术代表作，当时我才

32 岁，出版后还有幸得到了范文澜、翦伯赞、吴晗、邓拓等前辈的赞许，促使我进一步深入研究清史问

题。在此前后所写的《论〈天朝田亩制度〉》《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洋务历史试论》
等文章，反映了这一时期我的治学旨趣与学术思考。不过第二册的续写却是举步维艰，因当时正值

反右派斗争，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此册涉及诸多敏感政治问题，因此从洋务运动到中日甲午战争的部

分直到 1964 年才完成，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顾虑很多，就将稿件束之高阁，只印了油印本。
“文革”期间虽然准备了大量的材料，但是清史研究小组成立，我作为成员转向了清前中期历史研究，

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的近代史课题无暇顾及，青年时代要纂写一部《中国近代史》的愿望落空。直

到 2008 年，完成于 50 年前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二册出版。不过，几十年来新史料和新成果大量出

版，以我的精力难以续修旧作，在同事和学生劝说下，将旧稿付梓，仅供研究者作参考。
问:“经世致用”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鲜明特征。您在研究中如

何处理“求真”与“求用”二者之间的关系?

答: 就清史研究而言，它与现实有着密切的关联。司马迁写《史记》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

变”，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为统治者提供经世借鉴，历史研究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清史研究不

仅要避免琐碎的碎片化史料堆砌，而且要努力去发现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具体规律，用历史的规

律性认识为社会服务。要着重思考清代历史的特点，清代落后于世界的原因，清代在中华民族史上

的地位，以及如果没有外国侵略，中国发展将走向何方。这些都是清史研究的重点问题。
历史学不是对策学，作为基础性学科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经济价值，其价值不能用经济标准来

衡量。国家要发展，就必须了解国情，必须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和思想境界，这些都离不开历史学。
今天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中，总结清代以来治理的经验教训，就能更有利于人们看清国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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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世界，辨明方向。
问:《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就是一部与时政紧密相关的著述，您能够谈谈这部著作的

写作背景吗?

答: 这本书写于“文革”期间，当时我被下放到江西省余江县“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没有时间做

学问，返京已经是 1973 年了。当时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珍宝岛事件爆发，中苏关系极为紧张，

外交部找到我，希望从学术的角度弄清中俄东段边境的历史。作为历史研究者有义务以科学的态度

作出回应，我也就欣然接受了这一课题。
我当时在档案馆查抄了很多档案，逐渐摸清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来龙去脉。回想起来，“文

革”时期，还能从事历史学研究，与现实需要提供的保障有很大关系。“文革”结束后，这本书就由人

民出版社出版了，也是我的第二本学术专著。当时关于中俄关系的书籍只有《沙俄侵华史》，再有就

是这本，为中苏谈判提供了依据。这部具有考据性质的著述，也促使我更加关注现实问题，认识到现

实关怀可以加深对历史的思考与研究。
问: 当前历史学领域存在重史事而轻理论的现象，甚至认为历史科学只凭史料说话，无需任何理

论，标榜独立于理论之外的研究。您怎样看待理论与史学的关系?

答: 有人提出要淡化理论，我认为这是行不通的。理论是研究工作的指导，如果方向和思想都错

了，那么就谈不上真正的历史研究，就会走弯路，甚至误入歧途。忽视史料，空谈理论，“以论代史”肯

定是不正确的; 只凭史料，轻视理论，必然会限制学术成就，理论水平高低对历史研究起着决定作用。
真正的历史学不是史料的堆砌与罗列，而是在于能否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历史问题，发现历史规律。
史学工作者应该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提升理论水平。研究历史也是一个丰富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的过程，比如，中国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可能提出，这就是中国化的

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者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就上了一个大大的台阶，治史水

平就获得了提升。
回顾我的历史研究，一直重视重大理论问题的回应，比如历史分期问题，这个我们刚刚谈过，还

有阶级分析、改良与革命、历史人物评价等。改革开放后，我关注爱国主义、文明交流、传统与现代

化、边疆与民族等理论问题。我的研究除了《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偏重考证，其他作品更

多注重宏观性的整理和叙述，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出解释。1978 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为满足教

学需要，我组织人员编写《简明清史》，前后用了七八年的时间。在编写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观为指南，关注清代历史中的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各层面问题，总结清朝历史的发展

规律。当时学界还缺少全面阐释鸦片战争以前清代历史的系统读物，很多大学将这部书当作教材和

清史学习入门书。
问: 对于青年史学工作者，如何锻炼和提高思维能力，开展学术研究，您有哪些经验和建议呢?

答: 每个人做学问都有自己的研究风格和具体方法，但具体方法离不开根本方法，就是唯物辩证

法。做学问要实事求是、论从史出，首要的就是占有大量充分的材料。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研判，驾

驭材料，有的人掌握的资料很多，但仅仅是罗列，不能在此基础上发现历史规律，阐释背后的原因，这

只能看作学术的起步，不能算是最终完成了科研任务。
提高思考能力、推出具有思想性的学术作品，要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要重视理论，读理论方面

的书，不能一头扎进材料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掌握实质。需要注意的是，读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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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要背诵个别章句，而是提高思考问题的能力。二是扩大知识面，不能只注意鼻子底下那一点点

东西，只读本领域的书目，其他专业一概不读，这就限制了知识面。三是善于发现问题，抓住矛盾。
比如太平天国起义的具体日期，李秀成、洪仁玕、赖文光等太平天国功勋回忆的时间都不一样，史学

家罗尔纲先生认为应是洪仁玕“恭祝万寿起义”之说，1851 年 1 月 11 日为起义日期成为学术定论。
四是要学会辩证地思考，从事物发展与联系中看问题。比如光绪朝的粮价，只是片面的掌握某一地

区、某一时段的粮价，很难作出全面的解释，反之，这方面的材料积累多了，画出光绪朝粮价变动的曲

线图，然后进一步探索粮价变动的因素，考虑气候、社会、经济各方面，就能写出关于晚清粮价变动的

有深度的论文。
提高思维能力不能一蹴而就，而应循序渐进。研究深入不下去，大体有三种情形。一是资料还

不丰富。二是没有很好的开动脑筋。三是资料也充足了，思考也进行了，但是分析能力差，那就要通

过学习辩证思维方法，阅读经典著述以及其他人类优秀成果，持之以恒，必有提升和收获。
问: 您曾在不同的场合和文章中提到，清史研究要具有世界眼光、广阔的视野，要从世界看中国，

也要从中国看世界。能否介绍一下清代与世界的交流以及您的相关研究?

答: 清朝与前代王朝不同，自崛起就与世界接触。入关前引入红衣大炮; 入关后，自顺治帝始，

与传教士保持着密切联系，称呼汤若望为“玛法”，这是类似于父辈的敬称。康熙帝对于西洋历法、
科学技术十分感兴趣，当时疟疾难治，他推广西药金鸡纳霜疗法。有本书叫《白银资本》，讲 18 世

纪，中国的海关贸易急剧增加，白银大量内流，达到三亿两，中国经济发展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

已经与世界密不可分。鸦片战争以后，与西方的交流更加频繁，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只不过我们

落后了，开始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中华民族就是在挫折中不断学习，成长

壮大。
20 世纪 90 年代，由我主编的《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就是希望将中国史研究和世界史研究

结合起来。从事中国与世界比较研究，离不开此前一直关注的同时段乾隆朝历史，其中《乾隆帝及其

时代》一书是我的第三本学术专著。写作过程中，查阅到大量关涉西方的材料，引起了我进行中西方

比较研究的兴趣。
问: 我们也看到，近年来中国学界引入一些西方的历史学概念，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挑战与冲

击。对此，您如何评价?

答: 西方史学概念的引入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种。从历史上看，中国与西方的大规模接触、交
流有三次。第一次是东汉时期佛教的传入，中国与印度文化的一次际会。第二次是明清时期，西方

传教士来华。第三次是鸦片战争后，国门被打开，被动吸收西方文化。尤其是第三次，至今影响巨

大，中国的近代化离不开智力的引进，晚清政府创立的北洋海军，就聘请了很多外国军事、机械、造船

专家，如琅威理、汉纳根等人。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丁韪良，江南制造总局的傅兰雅等人，都对中国

的近代教育、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极度兼容并包的国家，史学领域也是

如此。
马克思主义作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并不是狭隘封闭的学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是

要在吸收人类创造的全部优秀文化成果基础上，不断创新、不断发展，方能永葆青春活力。西方的一

些历史学概念有可取之处，有其优点和学术传统，要合理吸收借鉴。科学就是持续探索，不囿于成

说，凡是提出新观点，只要言之成理，都应该持欢迎态度。清史工程启动以来陆续出版的《编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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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就收入了很多优秀的国外研究，引起研究者关注。引进西方智力，要保持两点原则，一是主权在

我，这是根本; 二是结合中国实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问: 历史虚无主义，尤其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从学术圈扩展到普通大众，造成了不良影响。

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答: 我也时常阅读到一些文章，美化反面人物，贬低正面人物，有悖历史事实，近现代史领域尤

多。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一直是中国史学界的重要命题，也有过沉痛教训。过去曾主张“宁左勿

右”，对地主阶级人物否定的多，肯定的少，诸如左宗棠这类人物就难以得到正面的评价。“文革”之

后，肃清“左”的影响，史学界做了很大努力。历史虚无主义对于近代历史人物的某些方面评价又过

于抬高，比如对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大书特书，根源在于主观脱离客观、超越客观。中国历史学有

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秉笔直书，实事求是地撰写历史、评价历史人物，“文革”批孔子、批《水浒传》，

含沙射影、指桑骂槐，难说是真正的历史研究。史学家要有清醒的头脑、坚持真理的勇气，真实是史

学的生命线，离开真实，历史研究就会枯萎死亡。
问: 如何评价一些具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近代人物评价的难点是什么?

答: 人物有血有肉、有性格特点，研究历史人物一直是我的学术旨趣所在，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

人、古代人物还是近现代人物。我写过很多关于人物的论文，占了学术论文的很大篇章，为此还主编

过《清代人物传稿》。评价历史人物要从大处着眼，考察当时历史趋势，这就是大历史观。我的研究

涉及很多近代人物，比如张之洞、谭嗣同、孙中山等，还写过专门文章。评价近代历史人物的一个难

点就在于当时思想更新很快，如张之洞本来是洋务运动的佼佼者，但很快在戊戌维新中落后于时代。
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都是引领风气的人物，但新与旧在他们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激烈交

战。时代前进了，如不能抛弃旧有思想，适应新形势，就会走向保守落伍，这是近代人物普遍存在的

缺陷，也给历史评判提出了难题。
问: 您不止一次在文章中谈到，“爱国主义是我们的传家宝”，写了很多弘扬爱国主义题材的论

文。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感悟?

答: 我从小爱读古书，一些爱国的英雄人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年幼时背诗，“从容待死与

城亡”“头丝尤带满天香”，这是明末清初南明永历朝大学士瞿式耜抵抗清军，城陷被俘后忠贞不屈

写下的《浩然吟》。对于这位乡贤一直怀着崇敬之心，因我家与瞿府后人是邻居，交谊甚笃，这位故乡

先贤的忠臣形象很早就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后来从事历史研究，虽然未曾专门研究过瞿式耜，

但对于明清之际的历史有了更多关注，也就更加敬仰历史上的一些爱国英雄。
问: 不同时期的爱国主义具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如何看待近代以来爱国主义的发展历程?

答: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前后连续，不断演变。总的来看，近代爱国主义经历四次重大发

展。第一次是在鸦片战争时期。与古代爱国主义性质不同，近代爱国主义以反对帝国主义、团结各

族人民、争取国家独立为目标。第二次是在 20 世纪初。辛亥革命以前爱国总是与忠君联系在一起，

孙中山与革命党人对爱国主义有了新觉醒、新认识，既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又反对封建主义。第三次

是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时的爱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相结合，在实践中探索救国的道路。第四次是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中

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浴血抗战，取得了抗战胜利，爱国主义得到了极大升华。
新时代依然需要爱国主义。无论到了什么时候，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今天的中国已经与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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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受压迫的中国不同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爱国主义依然是我们的传家宝。改革开放后，我写

过很多关于弘扬爱国主义的文章，尤其集中在中国近代历史领域，比如《香港回归与爱国主义的发

展》《抗法保台 功不可没———纪念刘铭传》等。弘扬爱国主义是史学工作者的职责所在，以中国式现

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歌颂历史上战斗不屈、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需要发扬忧国爱民、
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精神。每一位真诚的爱国者都将会为祖国的强大欢呼鼓舞，并为之努力奋斗。

问: 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悠久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您如何看待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

答: 21 世纪初，我在《瞭望新闻周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新纪

元》，记得其中一个观点是: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中国人的理想和希望。各国现代化道路不同，国际环

境和国情千差万别，但趋势相同。现在我依然坚持这个观点。传统是过去时，历史活动的终点。现

代化是进行时，新生活的起点。现代化是世界不同文明的共同追求，不同的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不同，这与各自传统的特殊性有关。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中，既不能脱离，也不能自由选

择，由此形成了特定的思维方式，渗透到血液之中。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传统

文化必然要有所继承、有所改造、有所创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的态度正说明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

系。近些年，我的主要精力在于纂修清史，中国有易代修史的传统，时代变了，新修《清史》既要秉承

传统史学的修史风范，也要体现现代学术的特点。

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新实践———主持新修《清史》工程

问: 2002 年，清史纂修工程启动，聘请您担任新修《清史》的总负责人，您能介绍一下纂修《清史》
的缘起吗?

答: 编纂《清史》从动议到启动，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易代修史”是中国史学的传统，清朝

灭亡后，袁世凯政府曾组织人力纂修成《清史稿》，但错误很多。新中国成立之初，董必武向党中央提

议纂修清史，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高度重视。
大约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周总理委托吴晗考虑清史编纂工作。当时吴晗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兼

北京市史学会会长，我为常务理事，兼中国近代史专业组组长。1961 年某日，北京史学会开会讨论工

作，会后吴晗把我留下，说了他的想法，并就如何编纂清史征求我的意见，当时他脑中已形成一套周

密的想法。我曾写过《吴晗同志和我谈清史编纂》，对此有详细的记述，这次谈话也决定了我之后的

研究方向。但由于赶上三年困难时期，这项工作不得不停了下来。
后来，毛主席与范文澜同志谈过，说自己退下来，事情少了，想读点清史方面的书。主席的秘书田家英

同志，有过要编纂《清史》的想法，还得到了主席的肯定。他收集了很多清代名家手札，作为基础资料，有些

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些材料在《清史》工程启动后，以《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为名结集出版。
1965 年秋，周总理委托中宣部召开会议，讨论修史一事，成立“七人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有郭

影秋、尹达、刘大年、关山复、刘导生、佟冬，我是其中最年轻的。记得国庆节刚过，中国人民大学副校

长孙泱就到我家传达了中央决定，筹备组建清史研究所，但不久“文革”爆发，编纂工作停滞。
20 世纪 80 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将一封建议国家编修清史的来信批转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但

当时国家经费紧缺，社科方面的资金很少，纂修清史不得不再次搁浅。直到 21 世纪初，纂修一部比

较理想、系统、全面、大型的史书有了更多条件，党和国家再次将《清史》纂修提上日程。盛世修史，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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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为此尽绵薄之力，是人生最大的幸事。
问: 刚刚您提到《清史稿》有很多错误，具体有哪些方面?

答: 在《清史》工程启动之初，曾经有同志提出质疑，认为已经有了《清史稿》，何必再重修一部清史。
客观地说，《清史稿》具有它自身的特点及学术价值，但这部书存在很多缺陷，不是一部理想的史书。

首先，史观不正确。当年纂修者大多是清朝的遗老，多站在清王朝立场上，在史观上对清持同情

态度，以致许多事件都被歪曲了。比如记载武昌起义，用的是“革命党作乱于武昌”，将革命党人秋

瑾、徐锡麟牺牲称为“伏诛”; 对与革命党对抗的赵尔丰、冯汝骙等人，则以“慷慨捐躯”“从容就义”来

吹捧。《清史稿》的《列女传》，开列二三百人，多为守节不嫁的妇女，以此宣扬三从四德、夫死殉节的

封建糟粕思想。
其次，在内容方面缺陷更多。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清史稿》为避讳清廷无能，轻描淡写，语

焉不详。《南京条约》仅提到赔款、通商，对于割让香港、协定关税只字未提。晚清的洋务运动促使近

代工矿企业迅速发展，《清史稿》仅设了《交通志》，属于重大遗漏。林林总总，不一一赘述。
再其次，在体例上不够完善。如传记，清朝统治期间还存在南明政权、太平天国政权，《清史稿》

草率处理，太平天国仅立《洪秀全传》，其他一概不予记述。
最后，史料方面的缺失。纂修《清史稿》并未广泛征集史材，藏在清宫的大批清代档案也未被注

意，外国材料更是没有利用，缺漏不足就在所难免了。
问: 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新修《清史》做了哪些努力，有何创新?

答: 新修《清史》是庞大的文化工程，非一己一时之力能够完成。启动之初，对于如何纂修，清史

编委会广泛调研，征求海内外专家学者意见，这些建议后来结集出版为《清史纂修研究与评论》《清

史编纂体裁体例讨论集》。确定编纂《清史》的原则是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与发扬史学优良传统

相统一的总体框架与体裁体例。为此做了很多努力并有所创新。
通纪部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清代近三百年历史分为九卷，前承后继，全面

记述清代“兴、盛、衰、亡”的发展进程，努力克服传统史书存在的仅述皇帝本纪的“大势难贯”“大纲

要领，观者茫然”等缺陷。
典志部分从唯物史观出发，保留历代典志纂修记录国家大政方针与典章制度的传统，并将民风

民俗、社会变迁写入，特别记述了普通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活动。同时增设户籍人口、
民族、民俗、边政等志，总计 40 志，篇幅约占全书的 1 /2。

传记部分，在传主的选择上，编委会几经审定，既充分考虑入传人物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又兼

顾阶层、行业及领域的代表性，共收录三千余人。过去史书传记中只有官员，少有平民，此次要做

到重臣名宦与黎民众生齐聚。如“样式雷”家族，世代是杰出的建筑工匠，故宫、避暑山庄、清东陵、
颐和园等建筑瑰宝都凝聚了他们的智慧。此外，如京剧名家、象棋名手、手艺名人等，也将被写入

新修《清史》。
史表分“人表”和“事表”两类，较《清史稿》有了较大篇幅增加，新增议政王大臣表、册封使表、历

科进士表等“人表”; 并增设反映清代历史变迁和晚清新生事物的“事表”，包括中外约章表、报刊表

等。信息点将更加丰富，利用起来更加方便。
新修《清史》还增加过去正史中没有的图录，各种绘画、图像、地图、照片都将被收录，形象地再现

当时的生产生活与社会场景，以图明史、以图证史、以图补史，为印证史实提供直观证据。

65



奋进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之路

问: 档案文献整理是修史的保障，请您介绍一下《清史》工程这方面的工作?

答: 历史研究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是要从事实出发，掌握第一手资料。档案是

修史的基础，历代修史对史料都十分重视，清修明史时就曾下诏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档案。《清史》工

程启动以来，总的说来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纂修一部三千多万字的史学著作，就是主体

工程; 二是大规模整理出版档案文献，这是基辅工程。我曾经将主体工程与基辅工程两者的关系打

过比方，文字撰写与资料整理就如同航空母舰和驱逐舰、巡洋舰、潜水艇，是一个战斗群，协同作战。
《清史》纂修需要整理档案，以便取材，同时也是为了抢救保护一批珍贵的文献，这是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的事业。相信后人看到整个工程成果会感激，觉得做了件好事。
问: 清代档案文献有什么特点呢?

答: 清史资料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多”。全国现存两千多万件清代档案，历代未有如此规模。一

部《清实录》四千多卷，体量就超过了全部“二十四史”。明以前方志总计一千多种，清代方志今存六

千多种。其他各类史籍状况大体如此，清代存留居多。第二个特点是“乱”。清代近三百年，文化繁

盛，书籍资料汗牛充栋，未经系统的调查整理，更没有详细的目录提要，缺乏各种检索工具，如一团乱

麻，使用非常困难，亟待整理。第三个特点是“散”。书籍和资料不集中，分藏在各地区、各单位以及

私人手中。内阁大库档案本来集中于清宫，后散佚各地，除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

院”也存有大量档案。此外，辽宁省档案馆、中国国家图书馆还存有数量不少的中央级档案。地方档

案更是不计其数，如清史工程整理的巴县档案、南部县档案，体量都很大。
问: 在编修《清史》的过程中，如何选择整理浩如烟海的清代史料呢?

答: 清代的档案数量很大，清史工程不可能一网打尽、全部整理，主要把握三个原则。一是选择

与清史纂修息息相关，而且是提高学术质量必不可少的档案，如朱批奏折、录副奏折等清宫档。二是

及时整理各地藏的孤本、稿本，这类档案面临着散佚的危险，需要及时抢救。三是考虑人手，斟酌工

作量，考察投入的财力，分轻重缓急，量力而行。
具体来看，这些年主要整理了几个系列的文献档案。1. 清代国家档案，如刑科题本、户科题本

等。2. 人物档案，如上海图书馆保存的盛宣怀档案。3. 清人诗文集，清代诗文体量很大，逾四万种，

清史工程已经出版了 800 册的《清代诗文集汇编》。4. 清人年谱、日记、笔记、书信。5. 少数民族文

字档案。6. 学人著述。7. 编译外文丛刊。
问: 谈到外文文献，清史工程出版的《编译丛刊》影响力很大。您能谈谈海外文献的整理吗?

答: 编译工作是清史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清一代，中国遭受了五次世界冲击。第一次来自

传教士，从明末的利玛窦到清代的南怀仁、汤若望等人，对于中国文化产生了影响。第二次是南方来

自海上的荷兰，侵占了台湾，北方的沙俄来到黑龙江，属于军事冲击。第三次是 18 世纪英国东印度

公司的发展，对中国经济贸易的冲击。第四次是乾嘉时期马嘎尔尼、阿美士德使团访华。第五次就

是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用炮舰强行打开中国门户，中西文化的全面交流，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更加密

切，清朝与世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日益融入到世界潮流之中。因此，研究清史需要了解世界历史、
看外文资料。在中国的西方人留下了很多十分详细的记录，一些普通军官和士兵的日记也具有研究

价值。外国图书馆这方面的资料很多，尚待挖掘，编译外国文献大有潜力。
整理海外文献工作量巨大，在《清史》工程启动之初，就制定了八字方针: 开拓、创新、守先、待后。

“开拓”指在 21 世纪初，对海外成果的译介并不多，工程着手在编纂《清史》中利用好外国史料，具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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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性。“创新”主要指资料是新的，这点很重要。我在写《简明清史》时，认为乌兰布通之战是一场大胜

仗，但看到法国耶稣会士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与国内记述完全不同。作为当时在京的传教士，有其观

察视角与信息来源。深入分析实录等文献，很可能是战败了。“守先”指调研，把文化遗产目录保护下来。
现在还没有力量将全部海外的文献复制过来，但关于中国资料的存放地点、学术价值先了解清楚，形成清

单，也是对学术的贡献。“待后”就是这一代完不成的，代代相传，愚公移山，将来肯定会大有发展。
问: 您曾说“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对于这部凝结了二十余年心血的

3000 万字百卷巨作，您如何评价呢?

答: 纂修《清史》自始至终坚持四个要求。
一是科学性。新修《清史》最为重要的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理论和史料有机结合，拨开

历史迷雾、抓住真相。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才能认识清史发展的大势，正确地了解中国的国情，认清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切唯心史观、英雄史观、模糊史观、历史循环论、历史终结论、历史虚无主义

都是错误的、片面的。清史和现实紧密相联，诸如边界、条约、对外关系、民族问题，要站在人民的立

场，不能违背事实，不能损害人民利益，研究与书写时做到严肃、谨慎、实事求是。
二是真实性。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还原历史，揭示历史真相，真实是历史的灵魂所在。

判断书写历史是否真实的主要依据在于史料的掌握情况，马克思主义充分承认资料对于研究的重要

性，只有在坚实可靠的资料基础上开展的研究，才能进入辉煌的科学殿堂。为此，在编纂工作的同

时，工程整理了大量的清代档案文献，“二十四史”纂修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多的前期准备工作。是否

能够超越前人，很关键的一步就在于占有史料的多少。例如，关于历史人物，工程出版了《梁启超全

集》《康有为全集》《袁世凯全集》《李鸿章全集》《张之洞全集》《盛宣怀档案选编》等，材料非常丰富。
有了这些保障，新修《清史》将写得更真实、更详尽，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评价更科学合理。

三是丰富性。丰富性体现在体量上，总计三千万字，远超“二十四史”。“二十四史”主要写中国

古代农业社会，清代历史舞台除了地主和农民，增加了西方列强和新生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关系

更为错综复杂，篇幅必然增多。新修《清史》设 40 典志，“二十四史”中《宋史》最多也就 18 个。传记

中包含了资本家、工人、商人等各行业的人物。
四是创新性。《清史》编纂在体例方面是很大的创新，这是时代的要求。比如古代就很难以图入

史，现代科技的发展，图片与照片很容易获得。图录总计 10 卷，收集老照片 20 万张，在其中选择最

具有代表性、反映清代历史生活与人物的照片，展示清代社会风貌，给人以更生动更形象的认识，发

挥文字叙述所不及的特殊作用。
希望这部书能够站在时代的前沿，在历史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代表 21 世纪的最高学术水

准，当然最后的评价权留给读者。“暮年多见世上客，未识真容已白头”，我以至诚之心投入到清史研

究与纂修，可惜材质驽钝，人到暮年，还未能了解世人和世故。学海无涯，其深难测，历史不断前进，

后人接续前人，改正我们的不足与缺陷。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和清史学科

将越来越成熟，积累越来越丰厚，研究越来越深入，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作出辉煌的贡献。

( 作者张建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邮编 100101)

( 责任编辑: 尹媛萍)

( 责任校对: 敖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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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ing on the Ｒoad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n Interview with Dai Yi on His Study of Qing
History / / Zhang Jianbi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 ＇s Ｒepublic of China，Marxist historiography has occupied the
mainstream in the field of historical research，and a number of well-known Marxist historians have
emerged，who have made a series of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n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nd have a far-
reaching social impact. In the field of Qing history，Prof. Dai Yi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Marxist
historians. In the form of oral history interview，we document his intellectual journey of studying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nd of conducting research in Qing history. Besides，he has also talked about his views on
major theoretical issue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nd explained his innovative practice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the new Qing history project. This interview includes precious oral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Marxist historians＇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Learning
from these materials，we can rethink their valuable experience in the study of Marxist history.

The Contemporaneous Ｒeverberations of Guo Moruo＇s Shi Pipan Shu / / Li Xiaoqian

Since its publication，Guo Moruo＇s Shi Pipan Shu ( Ten Critiques) had attracted so much attention
among scholars that the author himself had high expectations for it. The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of CPC
also actively promoted this work to expand its influence. However，readers were often more critical and
questioning of this book，mainly because of their pan-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Guo ＇s views of“praising
Confucianism and derogating Mohism”. The academic disputes between Guo and his colleagues were
focused on the social nature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on the class standing of Confucianism and
Mohism. Guo was a minority among his peers who almost universally questioned his views. Ｒeaders outside
the camp either failed to understand his writing intentions or criticized him for making assertions yet without
sufficient evidence to back up. Most of them often disagreed with his views. The long-existing differences in
commenting of Shi Pipan Shu in scholarly communities are derived from some cognitive biases in the study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in-depth research in this field.

The Dual Identity of Late-Qing History Textbooks / / Li Fan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history textbook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writing dynastic
histor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nation-state，especially concerning the narr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late-Qing history textbooks not only emphasi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ynasty，but also
had a favor of nation-state，and strived to achieve the dual identity goals of the dynastic-state and the
nation-state. These two aspects also led to some inconsistencies in the compilation of textbooks. Textbook
editors tried their best to cancel the internal tension of identities as the dynastic-state and the nation-state
by balancing the two in the text，highlighting the shared idea of“great unification”in both. They ado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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